基于产业知识基础的总部经济区域创新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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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产业知识基础为视角，总部经济中心城市为区域划分依据，从理论上构建了基于产业知识基础的总部经济区域创新体系。该区域创新体系以产业知识基础为创新资源，制度为外部因素，总部经济特性为内部禀赋，综合作用影响创新配置进而影响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类型。本文构建了前向支撑型、后向支撑型和网络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并以成都、上海、北京为典型总部经济中心城市进行区域创新体系构建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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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knowledge bases and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headquarters economy center cities. Industry knowledge bases play the role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institution works as external factor, headquarters economy characteristic is the internal endowment, and all of them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innovation configuration and further influence the construction type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f forward support type, backward support type and network support type are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in which the thorough analysis and proper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construction in Chengdu, Shanghai and Beijing as the typical headquarters economy cente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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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经济作为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而且显著的增强了地区竞争实力，正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创新是提供区域持续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它由不同种类的技术和知识融合而成，需要区域内部资源与外部要素的有效结合。因此总部经济下的中心城市若要保持高速经济发展与当下竞争优势，必须构建更为科学有效的区域创新体系以保证创新能力的提升与长效发展。现有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研究多基于生产结构和制度结构，缺乏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的本质角度对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反映。创新的本质是知识基础，而区域发展的根基是产业，因此本文从产业知识基础的角度出发，研究总部经济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以此补足相关理论研究的缺陷与空白，为理论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政策依据和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 文献综述
1.1 产业知识基础与区域创新体系
知识基础是众多影响创新因素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Keith Smith［1］提出“知识基础配置”观点并引申出“产业知识基础”这一概念。产业知识基础源于知识经济和学习经济，Smith认为产业知识基础是产业之中对于技术、材料与特性等特定参数和科学知识的理解与分析的共享［1］。牛盼强和谢富纪结合Smith、Asheim和Coenen［2］的观点，认为产业知识基础是联系产业与知识创造的，在产业中相同类型知识创造组织之间可以共享、共用的基础性信息或知识［3］。王尉东、宋伟从类别与功能的角度提出产业知识基础是对已有知识的重组和科研产生新知识的创新［4］。学者们的定义都强调了知识和信息的共享，但牛盼强和谢富纪的定义更加体现了产业和知识创造间的特殊性，而这正是本文构建不同区域创新体系的本质与基础，因此本文对于产业知识基础的研究将基于牛盼强和谢富纪的定义进行。


区域创新体系由Cooke提出［5］，并在Asheim和Isaksen［6］以及胡志坚［7］、黄鲁成［8］和柳卸林［9］等国内外学者的发展下归结为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人才、资金和技术为支撑，制度、管理和技术创新为手段，产品、产业和环境创新为输出的区域网络体系。

基于综合型、解析型和杂色知识基础（综合型和解析型知识基础），Asheim和Coenen［10］提出领土嵌入型、区域化国家和区域网络型创新体系，牛盼强［11］提出综合型、解析型和杂色网络区域创新体系。二者的观点可以归结为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要由该区域的产业知识基础而定，产业知识基础为区域创新体系发展的指导方向。


在产业知识基础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地理空间方面，Gertler和Wolfe［12］提出不同产业知识基础的区分可以帮助鉴别空间接近性对创新过程是否重要。此外在制度因素方面，Asheim和Coenen［10］通过对宏观经济制度的研究提出传统区域创新体系多基于协调经济环境下的综合型知识基础，而在新的集群发展中则要加快自由经济市场下对解析型知识基础的发展，其动力来源于风投、需求、孵化和科学家等等。虽然缺乏稳定和计划性，但是往往能够实现原有技术路径的突破。

1.2 总部经济与区域创新体系

总部经济的概念由赵弘提出，指企业基于区域间的资源优势差异，将总部与生产制造环节进行空间分离，从而实现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最优空间耦合，并由此产生总部集群布局的一种经济形态［13］。学者对于总部经济的实质看法较为一致且大多以赵弘对总部经济的描述作为基础。
在总部经济与区域创新体系研究方面，以往对于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中，区域多以行政区划为研究对象，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区域创新体系构成要素和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上。在总部经济驱动区域创新发展方面，石琴［14］等人将其简单归纳为通过构建网络化模式提高创新效率的创新效应。张永庆［15］和赵弘［1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产业聚集效应、市场创造效应、经济控制力提升效应等多方面推动作用。陈柳钦［17］将总部经济与区域创新体系相结合，以总部集群为区域，提出总部集群的发展对区域内的合作创新起到推动作用。

1.3 产业知识基础、总部经济与区域创新体系小结

综上所述，目前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步搭建，并提出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对于区域创新的研究多基于地理区划和单一经济区域。对于产业知识基础与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外学者，对于总部经济与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也只有少数学者略有提及。而基于总部经济下的产业知识基础与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研究在目前仍处于空白，正因如此本文希望对以总部经济为区域划分，产业知识基础为视角，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创新主体，政府的政策制定为外部因素，总部经济的特性为内部禀赋的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进行研究，以弥补理论的空白并为总部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

2. 产业知识基础影响总部经济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机制
本文构建了产业知识基础影响总部经济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机制，总共由五部分构成。其中综合型知识基础和解析型知识基础为创新资源，对创新主体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并且是企业与产业创新的实质。创新配置是影响创新体系构建的中间环节，创新主体的配置方式主要分为区域内配置和区域内与跨区域综合配置。制度作为外部因素，总部经济特性作为内部禀赋对创新配置起调节作用。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作为配置创新趋势影响的最终结果，本文将构建前向支撑型、后向支撑型和网络支撑型三种区域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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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产业知识基础影响总部经济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机制
2.1 创新资源
创新资源是构建与分析创新体系的基础和起点。创新资源不同的直接表现为创新本质和创新配置的差异。创新的资源来自于企业，而企业的创新表现与知识基础紧密相关［18］。因此，产业知识基础作为联系产业与知识创造的共用基础知识成为了最基本的创新资源，并会因产业的不同而导致类别的差异，从而带来创新过程中知识类型、创新产出以及参与方的本质差别。
在知识构成方面，Asheim和Coenen在Laestadius［19］基础上将产业知识基础分为解析型知识基础和综合型知识基础［2］，其均由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构成，而区别在于在综合型知识基础中隐性知识更为重要，在解析型知识基础中显性知识更为重要。在知识创造方式方面，综合型知识基础是通过实验、模拟和工作实践等从个别知识中进行概括归纳得出一般性概念结论的知识创造过程，最典型的创造过程是在工厂车间中通过干、用和交流中学习而得到的工艺、诀窍和实践技能［2］，依赖于对已有知识的应用和重新组合。解析型知识基础是通过科学建模、推理演绎等过程从一般科学知识出发，得出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知识的过程，最典型的创造过程是通过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等独立或相互合作研究得到的专利和出版物［2］，依赖于对知识的认知和推理。在创新的应用类型方面，综合型知识基础的创新多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是以提升产品生产效率、质量和可靠性为应用的渐进式连续创新。解析型知识基础多应用于新产品或新发明，是以新产品、新功能、新生产过程为应用的激进式创新。在知识基础的工业设置方面，综合型知识基础发生于产业链上下游间客户需要供应商解决的具体问题当中，而解析型知识基础发生于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与新知识新技术的产业化当中。
2.2 创新配置

本文的创新主体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构成，基于不同产业知识基础的创新主体在区域创新体系下的配置差异由创新资源的类别差异所决定。

隐性知识的交流很难应用于纸面化的论文和技术文档，一般需要当面交流而非长距离的交换，且交流需要基于相似的技术背景。这种相似一般通过地理的临近来解决，因此隐性知识具有明显的空间粘性。显性知识的交流则容易得多，可以依托专利、出版物等载体进行传播，因此受地理区域的限制较小，在跨区域的产学研网络的推动下，很容易突破区域创新体系的限制，进而达到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配置创新。

综合型和解析型知识基础下创新配置的主要差异来源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创新活动中的地理性差异。综合型知识基础的创新主体以隐性知识为主导，在创新交互配置中受限于隐性知识的空间局限，主要发生于区域创新体系内部，可以采取中心会议式与双边旅行式等多种空间配置方式。解析型知识基础的创新主体以显性知识为主导，在创新交互配置中受空间区域的影响不大，有突破区域限制实现跨区域创新的能力，但现实创新活动仍多发生于大学或科研机构附近［20］。因为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显性知识的主要创造单位的地理临近性有益于提高技术获取机会，并且大学和科研机构与公司员工之间的社会联系需要借助地理的临近性为纽带［21］。
2.3 外部环境
创新配置虽然主要取决于创新资源的空间特质性差异，但仍离不开基于国家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不同创新体系的制度框架带来不同的优势和劣势，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制度对于产业知识基础和生产结构的调配作用上，因此形成了多样的区域创新体系。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基于我国国情，因此在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方面具有普遍一致性，而各地区的经济制度虽然大体上趋于一致但是拥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调控的空间，从而具有相对差异性。所以本文的外部因素主要指基于政府调控下的制度因素。
政府和市场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意识形态和所处经济环境的不同，会使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制度政策，让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协作市场经济下，综合型知识基础的创新主体趋向于在区域创新体系内配置，而解析型则将会在区域与跨区域创新体系内配置；在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市场经济推动作用下解析型知识基础的创新主体甚至可以做到全球配置；在大政府小市场的计划经济下，由于政府作用的压倒性优势，使得两种产业知识基础的创新主体配置范围减小，并且由于体制壁垒和统一调度，综合型知识基础的创新主体受影响更明显，基本配置范围在企业内部进行，而解析型则在企业和区域内部配置；在小政府小市场的放任经济下，缺少了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作用，综合型和解析型知识基础的创新主体配置效果均不明显。
2.4 内部禀赋

创新配置除了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内部禀赋的影响，区域内资源、产业、基础设施等特点是内部禀赋的表现形式，内部禀赋的差异直接影响创新配置的范围和未来发展的潜力。
总部经济拥有强劲的金融支撑与完善的产业配套服务，高质量的知识技术聚集与低廉的合作创新成本，优势的产业链与高质量的人才等特点，为区域创新带来了更为强劲的内生动力和成本优势。除此之外，不同总部中心城市间因为各自资源禀赋的不同，更加有利于突破空间地理限制，实现跨区域的创新配置，将原有零散分布于广袤土地上的企业通过几个中心城市的集群便可以大幅降低跨区域合作的门槛并提升创新效率。
基于总部经济特性和文献综述中前人的研究，本文提出总部经济的内部禀赋：

1）要素聚集与提升效应。总部的聚集带来人才、技术、信息与配套服务等创新要素的聚集，并且推动区域内企业向价值链中更高的研发、设计和投资等环节延伸发展。

2）网络支撑与乘数效应。总部的聚集带来金融、商服、法律、咨询等专业配套服务的聚集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区域内创新提供了网络化支撑作用，并且呈现出乘数效应。

3）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总部的聚集降低了企业间沟通成本，建立了信任基础，并带来便利交流渠道，从而为企业间的技术沟通与合作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会。

4）创新集成与辐射效应。区域内企业的技术创新由总部向生产基地辐射，通过总部聚集合成整体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最终带来总部经济区域间合作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2.5 体系构建与典型城市分析
1）后向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其构建主要面向于综合型知识基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格局，创新主要表现为干、用和交流中学习而得到的工艺、诀窍、实践技能等隐性知识的创造。在总部经济区域内，基于综合型知识基础的创新伴随着总部经济的总部集群、要素聚集与提升效应、网络支撑与乘数效应以及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使得区域内和产业链间的创新合作大大增强，活动范围从传统的企业内部，活跃到整个总部经济中心城市区域。综合型知识基础的创新由于其地理空间的粘性、技术路径的锁定现象以及与大学、科研机构的直接联系较少，所以创新多出现于基于此类产业知识基础的成熟传统行业。并且这种创新多表现为先出现产业而后出现培训机构的后向支撑效应。这种后向支撑效应是对于已有较为成熟产业的渐进式支撑和发展。因此后向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为以总部经济区域下的综合型知识基础为主导的区域创新体系。

我国典型总部经济中心城市成都，在创新资源方面具有综合型知识基础和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中综合型知识基础的存量是解析型知识基础的10倍，综合型知识基础占据压倒性优势且多为传统行业（文中所涉及数据选取自2013年《科技统计年鉴》，不同类别产业知识基础的计算基于《产业知识基础与区域创新体系构建》［22］）。在外部因素方面，成都作为我国西部开发的重要城市和西部地区最为发达的城市，制度的自由度和灵活性相对较高。在内部禀赋方面，成都市拥有世界500强公司207家，国内500强总部12家，研发费用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4%，信息基础建设、商务基本设施和金融服务水平发展势态良好，但研发能力、人才资源和专业咨询的发展相对滞后。所以成都适用于构建后向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

2）前向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其构建主要面向于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格局，创新主要表现为通过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等相互合作研究得到的专利和出版物等显性知识的创造。在总部经济区域内，基于解析型知识基础的创新伴随着总部经济下要素聚集与提升效应、网络支撑与乘数效应、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以及创新集成与辐射效应，使得区域内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成本以及知识的搜索成本大大降低，并且使企业的创新突破地理限制与区域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直接联系。解析型知识基础的创新拥有跨区域的能力，并且总部经济使广袤区域的零散分布企业集中于若干个中心城市，因此跨区域的知识搜索与沟通合作的创新成本也大大降低，使具有功能相似性的技术人才通过认知社区的知识循环共享，达到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创新。所以解析型知识基础的创新多出现于基于此类产业知识基础的经济发达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聚集区。并且这种创新多表现为先出现区域创新体系并产生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部门的聚集，而后出现新产业的前向支撑效应。在总部经济下成熟的资本推动和完善的经济环境内使其迅速成长。这种前向支撑效效应是对于新兴产业的激进式支撑和开拓。因此前向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为总部经济区域下的解析型知识基础为主导的区域创新体系。

我国典型总部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创新资源方面具有综合型知识基础和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中解析型知识基础的存量是综合型知识基础的2倍，所占比重较高并发展较好。在外部因素方面，上海市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具有很高的市场活力，因此制度的自由度和灵活性高，适合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内部禀赋方面，上海拥有353家跨国总部，240家投资性公司，334家外资研发中心和2388项年科技成果，以及一流的信息化建设、商务设施、金融服务和科研实力。所以上海适用于构建前向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

3）网络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其构建面向于综合型知识基础和解析型知识基础共同主导的区域产业。因此网络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具有双重特性，既有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的渐进式创新，又有区域突破和领域开拓的激进式创新，创新既活跃于区域内部又发生于区域外部。但是网络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并非前向和后向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的简单叠加，在综合型和解析型知识基础双向主导的前提下，还需要区域内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等的网络性支撑作用，这个网络需要由区域内部禀赋和外部环境双方面的有力支持。而在内部禀赋方面，由于总部经济的要素聚集与提升效应、网络支撑与乘数效应使得区域天然的具有金融、商服、产业链配套产业的良好基础和网络性的支持，因此最大的影响因素即在于外部的政府的政策干预上。在政府作用的推动下可以使创新主体间的合作产生新的效应，如使综合型知识基础的企业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激进式创新成果脱离原有技术轨道等效果。内部禀赋和外部环境的紧密合作使网络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得以有效建立，因此有学者认为网络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是一种多出现于产业增长阶段的理想型区域创新体系［11］，但是本文认为在总部经济的背景下，只要拥有有效的政府政策干预便可以较为清晰的得到。
我国典型总部经济中心城市北京，在创新资源方面具有综合型知识基础和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中解析型知识基础的存量是综合型知识基础的1.5倍，但是综合型知识基础产业如钢铁、汽车等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因此整体处于产业增长阶段。在外部因素方面，北京市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追求市场的平稳稳定，因此制度的自由度和灵活性有所受限。在内部禀赋方面，北京拥有跨国总部127家，国内500强总部104家，全国10.78%的研发经费支出，年4.09万件的专利授权，以及一流的商务设施、专业服务和经济基础条件，因此具有完备的网络化的支撑作用。所以北京适用于构建网络支撑型区域创新体系。

3. 促进总部经济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对策和建议

区域创新体系是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创新网络系统，是创新长效产出的体系保障。虽然国内总部经济中心城市的水平参差不齐，产业知识基础的研究有待完善，但是基于产业知识基础视角下总部经济区域内的创新优势已初见端倪，为了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1）从创新资源的角度，各总部经济中心城市应发挥各自产业知识基础特色与地区优势。理清中心城市产业知识基础特色，统筹规划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有筛选的产业集群，构建具有地区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如青海、沈阳、哈尔滨等中心城市综合型知识基础占主导地位且多大型重工业聚集，中心城市在吸引产业集群的时候应利用区域丰富的原料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着重筛选综合型知识基础的高端重工业，从而使创新资源区域化、粘性化，以构建综合型知识基础特色的高端重工业区域创新体系。
2）从外部因素的角度，地方政府应推动总部集群建设并提供良好的市场自由度和灵活性。总部集群的推动力除市场因素外还需要制度作为外部因素的有效调节，政府应通过提供区域内税收减免、业务绿色通道、鼓励创新产出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总部入驻，加强聚集效应。与此同时应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提供宽松灵活的政府政策，加快政府的体制改革，打造服务型政府。在政策上加速科技园和产业孵化器的结合，促进产学研的合作研究，角色上从唱主角改变为打辅助和做平台，通过打造灵活自由的市场，为产业知识基础的优化配置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3）从内部禀赋的角度，各总部经济中心城市应加强商务基本设施、信息基础设施、金融保险和专业咨询等配套行业的发展。服务业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基于知识创造的服务业是区域创新的关键。产业的繁荣和创新离不开知识型服务业所提供的信息、资金、咨询和硬件设施等辅助保障，我国许多中心城市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虽然十分重视聚集效应，但是多停留在企业总部地理空间上的扎堆和聚集，而忽略了知识型服务业的配套建设，没有形成总部经济区域内对创新主体有效的支撑效应，创新产出和创新绩效大打折扣。政府应转变思路，通过加强知识型服务业等配套产业的建设提供高水平的区域内部禀赋，并辅以政策上的优惠措施吸引总部的入驻，从先“引蝶”后“栽花”的模式转变为现有“花香”后引“蝴蝶”，并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促进彼此的繁荣。打造高水平的知识型服务业是提升中心城市内部禀赋的关键，通过提供良好的支撑作用，加速创新的生成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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